
第 ２７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未 来 传 播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新世纪国产电影与诗歌的互文性对话
胡　 璇　 周陈成

摘　 要： 在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浪潮中， 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鲜被提及， 而新世纪以来， 诗歌

艺术与国产电影的互动却愈发频繁和多样。 诗歌作为结构元素介入电影， 其审美特质为电影本体语言的开

拓、 艺术价值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性。 诗歌文本可由浅入深地介入电影， 通过多样的呈现机制与影像建构互

文性对话关系。 诗歌文本可通过字幕、 画外音等方式表层镶嵌于影像之中， 构成有意味的呈现形式； 诗歌

融入电影叙事层面， 作为剧情线索与故事注脚推动情节发展， 建构多重叙事维度。 基于诗歌与电影艺术特

质的相似性， 诗歌能在时间、 空间和情绪结构上与电影形成对话关系， 丰富影片的结构层次。 诗歌赋予电

影 “诗性特质”， 与影像文本共同指向诗意内涵的深化彰显与可视化传递， 营造诗意共鸣。 以全局视角，

层次化、 系统化地观照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的创作特点与规律， 有利于为未来国产电影与诗歌艺术的互动

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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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热潮中， 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却鲜少被搬上银幕， 虽然在中国

电影历史中涌现出不少经典的诗化类型电影， 但电影创作对诗歌的多元化呈现还十分匮乏。 进入新世

纪以来， 二者互动愈发频繁， 诗歌在电影中的表现空间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 随着电影的发展， 影像

传播对受众信息接受、 审美感知的影响逐渐超越了文字传播， 大众由此进入了 “读图时代”。 有学者认

为， “读图时代” 确立了图像的霸权地位， 当代文化逐渐告别 “语言学转向” 而进入 “图像转向” 的

新阶段。［１］在该阶段，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是一个被 “殖民化” 的过程， 在视觉经济的驱动下， 文学

作品越来越受到电影市场的制约， 在文学—电影二元关系中， 文学的核心地位被动摇， 存在深度性和

抽象性逐渐让位于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危机。
而诗歌由于形式简短， 在电影中的原生态呈现有利于消解影像视觉化与文字抽象性的矛盾。 由于

影像叙事的短暂性， 受众对影像符号的解读过程通常是浅层次的， 或只停留在直观的视觉感知上， 而

诗歌的介入不仅通过字幕、 画外音等形式与影像形成复调， 还通过介入影片叙事、 结构等方面引导受

众进入深层次思考， 受众由此进入文学与影像的 “共读状态”。 在呈现层次上， 从诗歌的文本展现到影

片结构的诗化再到精神诗意的深化表达， 电影中诗歌的呈现层次愈发朦胧和无形， 而诗意内涵却层见

叠出。
诗歌与电影的互文性对话建立在二者相似的艺术特质上， 路易斯·布努埃尔意识到电影与诗歌在

艺术表现力上的契合， 马塞尔·马尔丹将电影语言与诗的语言进行类比， 帕索里尼同样认为电影语言

应是诗性的。 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其他文本， 从克里斯蒂娃、 罗兰·巴特到热

奈特、 布鲁姆， 众多互文性理论学者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不同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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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性视角出发， 诗歌和电影正是在相似艺术基础上， 在叙事、 表意、 抒情、 时空建构等多个层面形成

联系与转换， 共同建构诗意文本。

一、 有意味的形式： 诗歌与电影的表层文本镶嵌

诗歌在电影中的表层镶嵌属于影片中第一层次的诗歌呈现方式， 诗歌文本通过字幕、 画外音及人

物诵读、 题画诗等形式引入电影， 并承担衔接过渡、 表意抒情等功能， 诗歌与影像在互文性层面上构

成复调与对话关系， 共建意义文本， 并发挥不同体裁的艺术特质共同作用于受众多元感知。 诗歌文本

的表层镶嵌构成了电影有意味的形式， 丰富了电影的影像风格， 在研究对象影片中， 第一层次的诗歌

呈现方式运用最为频繁， 其生成的诗意氛围也最易可视可感。
诗歌在电影中的表层镶嵌有字幕、 画外音朗诵和 “题画诗” 三种形式， 分别以视觉化、 听觉化以

及诗画复合重叠的呈现方式给予诗歌文本表现空间， 具有不同维度、 不同层次的诗意表达效果。
字幕形式能够赋予诗歌文本直观的视觉性， 使观众跳脱出影像画面， 进入由语言文字建构的另一

重意义空间； 画外音及人物朗诵则在声乐层面上着重呈现诗歌的音乐美， 以诗意的韵律与节奏作用于

观众的听觉感官， 承担了传统电影音乐的抒情功能， 如 《路边野餐》 《我的诗篇》 等作品多次运用这一

形式， 将凝练、 抽象的诗歌语言同生动形象的声音艺术相结合， 为影像增添了更深层次的感染力； 而

“题画诗” 则是诗歌文本与影像画面重叠所显现的视觉效果， 不仅在文本意义上形成双重表征， 同时营

造了双重审美维度， 提升了电影艺术表现力。 电影 《长江图》 便借鉴了这一艺术形式， 电影以独特的

摄影手法将贯穿于全片的长江描绘成了一幅独具东方韵味的水墨画， 配合画面浮现的诗句， 赋予了长

江独特的意蕴， 并与剧情和人物情绪紧密贴合， 共同营造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的影像意境。 这三

类表层镶嵌方式在电影中相互呼应， 构成诗性表意段落， 共同作用于受众感知， 生成了丰富可感的直

观诗意。
诗歌介入电影能够将自身的审美特质迁移至影像， 从而丰富影像的修辞功能， 形成陌生化的艺术

表现效果， 观众原有的期待视野在诗歌与影像的互动中被打破， 能够在新的表意结构中感受叙事张力

与诗歌意蕴。
诗歌文本在电影中具有承担过渡、 衔接影像的修辞功能， 并作用于电影的节奏与结构， 既可作为引

言， 为影像划分章节， 也可作为结尾， 总结概括影像内容。 以 《二十四城记》 为例， 影片以人物访谈

的形式讲述了小人物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情感体验。 诗句以黑色银幕为书页， 用白色字幕的形式呈现于

角色口述开头、 结尾处， 使每位讲述者的故事自成段落章节， 全片由此变成了一首影像化的现实主义

叙事体长诗。 有学者认为， “诗歌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隐形、 客观的叙述者， 它本身辅助电影中真实叙述

者以一种文本的形态讲述” ［２］ 。 因此， 以诗歌的文本形态衔接电影， 不仅以陌生化、 抽象化的形式丰富

影片表达， 割裂影片叙事， 营造停顿感， 赋予影片诗歌般的节奏韵律， 还能与影像叙事相互指涉， 在

意义层面上形成互文， 共同作用于观众感知。
传统诗学研究将 “言志” 与 “抒情” 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审美特征， 因此将诗歌特有的抒情

特质与影像艺术相结合， 能够丰富电影的抒情形式与感性维度， 从而使电影获得一种诗性特质。 电影

借用诗歌 “缘情” 的艺术特征， 能够凸显影片内在的情绪结构， 将抽象的情感具化为可视的文字文本，
更易引发情感共鸣。 如 《我的诗篇》 用诗歌在个体呐喊的共鸣中唤醒集体意识， 《路边野餐》 《地球最

后的夜晚》 则将诗歌作为内心独白， 表现思绪情感的流动起伏。 此外，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 情与景的

统一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 进而生成意境。 王国维提出 “一切景语皆情语”， 强调了情与景水乳交融

的审美形态。 中国古典诗歌中， 诗人常常寓情于景， 使用象征、 隐喻的艺术手法将人物心境与外在景

物相联结， 以实现表情之含蓄、 显意之深邃。 电影同样擅长使用景物影像来表情达意， 在抒情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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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嵌套诗歌， 诗歌文本不仅通过本身的意象层引导观众， 同时与影像在抒情留白处形成共鸣与复

调， 共同营造诗意， 作用于观众的感性认知。
诗歌与电影虽具有各自独立的意义空间， 但能在互动过程中构成对话与复调， 形成互译性共鸣， 并

在深层次上进行解构与重构， 实现影像意义的再确立。 二者相辅相成， 在互文对话中共建意义文本，
形成多元、 开放的审美空间， 并通过复式表达作用于观众的多元感知， 引发联想与想象， 实现观众对

影片的多样化解读。
巴赫金的 “对话” “复调” 理论初显互文性内涵， “复调” 原指多个具有独立意义的音乐旋律同时

进行， 各声部的节奏、 强度等元素不尽相同， 但又能共同组合， 形成良好和谐的和声关系。 沿用至文

学领域则指不同的叙事声音保持相对独立性， 在对话的关系中联结为一个统一体。 巴赫金认为， 生活

本质是一种对白性现象，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犹如对话一般， 彼此提问、 回答， 进行思想交流。［３］ 狭义

上， 对话关系存在于人物具体的话语情境中， 广义上则包括不同范围、 层次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４］

诗歌和影像互动的艺术表现形式， 正是诗歌文本与影像文本在电影中对话与复调关系的体现， 同时二

者在互动对话中还保留了巴赫金所强调的个体独立性。
在叙事机制上， 诗歌与影像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空间， 通过衔接形成对话关系， 同时诗歌可承担影

片的音乐功能， 以朗诵的形式融入影像， 构成不同韵律的抒情声部， 形成情感共鸣； 诗歌可作为叙事

线索， 补充影像叙事内容， 形成情节上的复调， 在对话关系中推动叙事发展， 如 《长江图》 中诗集是

高淳寻找安陆的关键线索； 诗歌与影像在叙事结构上相似的跳跃性和断裂性同样构成了对话与复调关

系。 诗歌讲究意象的堆砌与意境的生成， 时空建构上具有跳跃性， 而电影同样能够通过视听语言自由

调度时空， 拼贴物象群， 展现虚幻空间。 二者在结构上的互文有助于彰显巴赫金所强调的人物的独立

性与内在自由性， 如 《路边野餐》 《地球最后的夜晚》 等影片， 影像与诗歌的碎片化叙事形成了叙事结

构上的复调， 直观地展现了人物内心话语的无序性， 从而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继克里斯蒂娃、 巴特之后， 互文性理论便沿着解构主义路径发展。 从解构主义视角考察文本间的互

文性生成， 对于建构多元、 开放的全新意义文本， 确立文本受众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互文性解

构的内核是去中心化， 反对原有文本所建立的既有秩序， 为文本系统内各要素的重构排列与组合提供

可能性， 进而重构新的意义文本。［５］这种重构方式超越了简单的引用和拼贴， 而是在保持与前文本联系

的基础上， 添加新的意义内涵。 诗歌与影像的互文不仅体现在影片对诗歌的引用和拼贴， 还表现为对

诗歌这一前文本的解构与重构。 如电影 《妖猫传》 便破除了 《长恨歌》 这一原诗歌文本的稳定性， 对

诗歌内部元素进行重构， 加入了悬疑元素， 重构了歌颂爱情的母题， 打破了观众原有的理解认知和期

待视野， 使观众在影片的 “互文信号” 中主动参与新意义文本的建构， 在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确立主体

地位。
诗歌融入电影， 诗歌文本与影像可构成复式表达， 作用于观众的多元感知。 影像以直观性见长， 解

码过程更具有便捷性和易理解性， 但以感性主义形态存在的影像受到特定时空中具象事物的束缚， 难

以深入表现内在世界， 画面的视觉呈现也是短暂的， 观众只能 “从形象中获得思维”； 而文学则以抽象

的语言文字为媒介， 不存在客观具象事物的束缚， 以自由的 “语象” 调动受众的联想与想象， 更能解

释生活的内在与人物的精神世界， 呈现给感知一种 “可内视性” ［６］ ， 受众由此可 “从思想中获得形象”。
二者交融形成的复式表达具有双重效果。 一方面， 诗歌文本能够弥补影像叙事的空白， 提供解释说明，
增加观众的 “确定感”。 如 《长江图》 《路边野餐》 《地球最后的夜晚》 等诗化电影， 叙事性较弱， 画

面极富隐喻性， 将诗歌本文嵌套于影像之中， 则能起到引领观众调用理性思维主动参与艺术再创造，
填充影像叙事空白的作用。 另一方面， 诗歌文本能够辅助影像抒情， 与影像共同营造抒情氛围， 深化

主旨， 诗歌景外之景、 韵外之致的特点能激活影像深层审美要素， 而影像也能使抽象的文字获得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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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本真感， 帮助观众由此进入深层次的审美境界。

二、 多重叙述元素： 诗歌在电影中的叙事性呈现

诗歌融入电影叙事层面为影片中第二层次的诗歌呈现形式， 相较于第一层次的表层镶嵌， 诗歌在

电影中的叙事性呈现使诗歌文本开始摆脱依附地位， 作为独立的剧情线索、 叙事契机、 故事背景等叙

事元素而存在， 补充或说明叙事内容， 与影像构成双向叙事， 并在剧情的演进、 主题的诠释以及保证

叙事完整性等方面起决定作用。
诗歌融入影片叙事层面， 能够充当剧情线索， 推动情节发展， 同时引导观众发挥联想与想象， 参与

影片文本的意义建构。 如在电影 《长江图》 中， 诗歌不仅镶嵌于影片表层， 营造直观可视的画面诗意，
同时也作为时空跳转的线索， 在岁月更迭中展现长江这一文化长河的变迁， 并将人物命运体验紧密相

连， 为人物的追忆与寻觅提供合理性， 从而引导观众感受诗歌引领下的生命追溯之旅。
长江这一宏大意象贯穿影片始终， 不仅作为时空背景承载故事的发生， 同时也是影片的主要表现

对象。 在影像表现方面， 李屏宾风格化的拍摄手法将长江描绘成了一幅东方水墨画， 通过画面布局、
光影造型等富有诗意的镜头语言营造了朦胧、 鬼魅的意蕴， 打造了长江氤氲、 阴郁、 凝重的魔幻感，
为影片时空交错、 虚实相生的内核提供了意象依托。 在象征表现方面， 影片倒叙呈现的 ２０ 年， 也是长

江变迁的 ２０ 年， 借高淳的航行在时空交错中展现了历史长河中的江河巨变。 影片借用安陆这一女性形

象实现了对长江的阴性化表达， 诗集不仅反映了安陆的精神历程， 也象征着长江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述，
再现了因现代工业、 江水泛滥导致的生命迁徙， 截断长江的三峡工程以及枯竭的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等

景象。 在高淳的追寻中， 安陆与长江已融为一体， 安陆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状态都暗喻着长江发展历程

的外化。
影片以 “题画诗” 形式呈现出的诗集是联结人物命运体验与时空的关键节点， 也是推动情节发展、

构建完整叙事的重要载体。 航船每驶到一个新的航段， 诗歌便静默浮现于影像之上， 末尾注脚提示着

高淳与安陆相遇的地点。 诗集的出现， 不仅暗示了两人在影片中的交汇， 也联结了高淳与安陆存在的

异时空及相似的命运体验， 二人在一场神秘的追寻过程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空间上， 货船行驶航段

越向前， 时间上则越向后， 于不同地点出现的安陆也愈发年轻， 同一地点的高淳处于电影设置的现时

时空， 而安陆则处于该地点的过去时空， 高淳经历的便是安陆过去所经历的。 呈现于影像之上的诗歌

文本， 巧妙地参与了时空的逆向建构， 成为现在向过去转换的跳转点， 诗集在反复切换时空中完成了

它的叙事使命， 即引领高淳和观众了解安陆的一生， 走向故事和人生的终点。
故事背景是指故事中对人物、 事件起作用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境， 诗歌作为故事背景融入叙事， 既

充分彰显了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底蕴， 又能够增添影片的真实感与厚重感。 如 《妖猫传》 是一

部以东方奇幻景观为基调， 充满文人画气韵和诗意审美意境的史诗级影片， 影片将厚重真实的历史元

素与神秘玄幻的奇观元素相结合， 以探索贵妃之死为叙事主线， 构建了一幅真假与虚幻并存的盛唐图

景。 《妖猫传》 以中唐诗人白居易苦心创作 《长歌行》 为故事背景， 使用了诗歌、 少年等多重东方文化

意象， 再现了前朝大唐的恢弘气度与神韵。 首先， 许多历史研究者将唐朝视为中国的少年时代， 风华

正茂， 意气风发， 诗论中 “盛唐气象” 这一概念正彰显了唐朝的发展盛况， 是 “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

反映” ［７］ 。 影片中出现了多位少年， 如自诩 “无情无义无法无天， 只认诗不认人” 的白居易、 探求无上

密法的日本僧人空海， 以及修习幻术的白鹤少年白龙、 丹龙等人， 与唐朝的少年风范形成了互文。 此

外， 唐朝诗歌同样彰显了盛唐气象， 凝聚了唐朝自由包容、 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影片着重刻画了前

朝诗人李白和中唐诗人白居易两位诗人形象， 呈现了 “云想衣裳花想容” 及 《长恨歌》 的创作场景。
“长安遍地是诗人”， 影片中呈现的诗人与诗歌， 皆是盛唐气象和时代精神的缩影， 为影像增添了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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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底蕴。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历来是文人大家广为歌咏的题材， 优秀诗作层出不穷， 其中唐代现实

主义诗人白居易所写的 《长恨歌》 更是鸿篇巨制， 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之一。 影

片以白居易撰写 《长恨歌》 这一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而展开， 同时解构了经典诗作 《长恨歌》 的文学

母题， 将历史文学元素与悬疑奇幻元素相结合， 重构了影像意义文本。 影片解构了 《长恨歌》 中爱情

忠贞永恒的主题， 重构了李杨爱情故事的虚假， 李隆基为了保全自己， 利用 “尸解大法” 欺骗杨玉环

带着对他的爱意赴死， 白龙通过一系列复仇引导白居易探索真相， 希望他道破李杨爱情的虚假， 重写

《长恨歌》。 对事实失望的白居易最后却决定一字不改， “诗是假的， 但情是真的。” 白龙对贵妃的守护

使诗歌获得了超越历史真实的精神价值， 影片虽然颠覆解构了诗歌文本内容， 但在精神内涵上形成互

文， 让观众在华丽的视觉幻境中感受到影像虚实相生的奥义。
有学者认为， 故事动力是事件之中人物行动自身具有的动力， 它来自时空、 因果、 情感、 意愿四种

逻辑规定的作用力。［８］因此， 在表现人物形象方面， 诗歌的介入能彰显人物的诗性品格， 成为开启人物

内心世界的钥匙， 从而外化人物的精神世界， 建构推动情节发展的情绪结构。
电影 《推拿》 中的盲人沙复明， 热爱诗歌， 一心想融入健全人的 “上流社会”， 在被小向拒绝和都

红受伤后， 他终于正视了自身的残缺和融入上流社会的失败， 吟诵了 《黑夜的献诗》 和 《如果有来

生》。 影片有意识地选取了海子和三毛的作品来隐喻以沙复明为代表的盲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困

境。 影片的改编使沙复明通过诗歌获得了慰藉， 而诗人海子和三毛自杀的归宿和诗歌中暗含的挣扎、
无奈也深层次地象征了沙复明求而不得的艰难人生。

记录电影 《我的诗篇》 将诗歌艺术与记录电影进行了创新性融合， 通过工人诗会这一形式上的叙

事线索串联起 ６ 位工人诗人不尽相同的生活故事及诗歌作品， 以至拼贴成完整的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群

像， 展现他们的生存境况及命运体验。 在诗歌的呈现方式上， 一方面诗歌以人物朗诵或独白的形式辅

助影像叙述， 承担了声乐的抒情功能； 另一方面， 诗歌文本默然浮现于影像画面中， 诗歌文本中的意

象与影像画面中的具象形成对应， 构成了镜头内部的对列蒙太奇。 在主旨表达上， 诗歌以简洁凝练的

形式表现了底层工人的个体生存体验， 既有对现代化工业异化人性的批判， 又有对自我生存际遇的悲

叹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 ６ 位工人的人生经历具有不同方面的启示意义， 在彼此的

呼应和慰藉中能够表现底层工人的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

三、 交错拼叠的架构： 诗歌在电影中的结构性介入

诗歌融入电影结构则为第三层呈现方式。 马塞尔·马尔丹认为，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

意， 又有各种思想延伸， 因此， 我们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 ［９］ 马尔丹肯定了电影语

言与诗歌语言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为诗歌融入电影提供了契机， 也为开拓电影语言表现空间提供了

可能。 诗歌结构的审美特质表现在时间、 空间与情绪三个结构层次上， 作为一门想象的艺术， 诗歌能

够 “悄焉动容， 视通万里”， 自由、 跳脱的表现手法有利于建构多维、 开放的叙事空间。 互文性理论强

调， 任何一个文本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其他文本， 诗歌在电影中的结构性介入， 使二者在时间、 空间

及情绪建构上形成了互文性对话关系。
在诗歌文本建构中， 时间层面的流转与跳跃是推动叙事发展和主旨表达的重要因素， 在时序设置

上， 诗歌常使用回首过去、 今夕对照及憧憬未来等形式传达诗人关于时间的情感体验。 电影同样能够

“雕刻” 时光。 首先， 可通过蒙太奇实现非线性叙事。 非线性叙事能够突破因果束缚和时空界限， 通过

无序重组、 拼贴等方式结构文本， 使叙事呈现跳跃性与碎片化的诗性特征， 帮助影片打破传统线性叙

事的稳定性和封闭性， 营造多元意义的开放叙事空间， 观众由信息接收者转为叙事过程的见证者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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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 能够发挥联想与想象， 参与影像文本意义的建构。 在电影 《路边野餐》 中， 其叙事结构采用了

复调式和跳跃式两类非线性叙事模式， 过去、 现在与梦境中的未来三条时间线交叉并行， 碎片化、 交

替式地呈现了陈升的旧时记忆、 现实境况及其内心世界， 不同时间层次的叙事线索共同拼凑成完整的

故事情节， 并指向人物的精神世界， 使观众在有限的放映时间中获得多层次的情感体验。
其次， 电影能够形成 “时间综合”， 使不同时间层面跳跃和共存。 《路边野餐》 将过去、 现在、 未

来三个时间层面并置， 形成了新的时间综合， 构成了德勒兹所提出的 “晶体影像” ———不同的时间维

度如同晶体的不同光面， 真实与虚幻将难以辨别。［１０］ 影片对时间层面的杂糅虽然改变了线性时间的流

向， 但并未完全否定因果逻辑， 而使并置的时间层面发生关联， 通过跳跃式、 发散式的时间铺叙， 递

进式地引导观众拼贴完整的叙事背景。 在 “现在” 的时间层面中， 影片采用正叙， 碎片化地描绘了陈

升在凯里颓靡的生活状况， 人物关系模糊。 在 “过去” 的时间层面中， 影片通过闪回对已有的人物信

息进行补充； 复仇、 出狱、 妻子去世， 往日的影像通过插叙串联在现实时空中， 并通过诗歌提示时间

的跳跃。 在虚幻与真实并存的梦境中， 影片则通过一段完整的长镜头叙事弥补了其他时间层面的叙事

留白， 三个时间维度的人物发生关联并重叠， 拼贴成了完整的人物形象与意义文本。
法国现代哲学家伯格森提出了 “心理时间” 的概念， 主张 “时间” 并非是体现在钟表刻度上的物

理时间， 而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时间， 内心时间从属于心理活动， 与人的流动的、 绵延的意识融为一

体。［１１］因此， 在内心时间中， 不同的时间层面没有界限， 过去、 现在与未来能够随着意识的流动而发生

交融， 人物内心时间与意识的绵延流动为影片的时空杂糅提供了精神支点。 《路边野餐》 中陈升的内心

时间和绵延意识不仅贯穿于三个物理时间层面的影像中， 同时也蕴藏在诗歌文本中， 诗歌与影像共同

具化了人物的内在时间， 诠释了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的精神主旨。
空间是建构场景的重要手段， 不仅可以承载情节的发生发展， 同时还能作为功能元素， 融入叙事结

构， 承担叙事功能。 诗歌艺术在空间场景建构上具有无序性、 自由性等特点， 通常使用意象群、 虚实

相生以及 “移步换景” 等方式营造诗意的空间图景。 在空间场景建构方面， 电影同样与诗歌表现手法

具有相似之处， 首先体现在意象群的设置上。 电影可通过对实物道具进行意识化处理， 使物体脱离现

实生活语境的含义， 成为表现人物意识与情感的符号化表征， 经过拼贴组合， 建立各意象元素之间的

关联， 从而建构诗意化的空间场景。 如在 《地球最后的夜晚》 中， 野柚子、 绿皮书、 旋转的房子等物

象代表了情人万绮雯， 火把、 红发、 苹果则代表了母亲， 最后这些物象在凯珍身上重组， 象征人物身

份发生了迁移与重叠， 同时递进式展现了罗纮武追寻过程中内心情感的波动起伏， 通过物象的组合将

物理空间与人物的意识空间相联结。
此外， “虚实相生” 和 “移步换景” 是诗歌艺术营造意境空间、 隐喻人物心灵空间的两种艺术表现

手法， 电影同样可通过电影语言实现实境与虚境的融合、 人物心灵空间的外化。 深受塔可夫斯基影响

的毕赣擅长将影像诗意蕴藏于对现实生活的呈现中， 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构成了影像的 “实”。 在 《路
边野餐》 中， 毕赣以写实的镜头描绘了人物日常生活的场景， 展现了客观存在的城镇凯里， 并采用了

方言、 新闻报道等元素提升了影片的真实感。 而梦境空间则表现了影像的 “虚”。 在毕赣设置的梦境空

间中， 过去的人物和未来的人物可以并存， 同一人物可以实现多重身份重叠， 时空杂糅、 情节荒诞，
但却与 “实境” 连通。 通过蒙太奇的镜头组接， 观众可随着时空转换进入异质空间， 感受影像虚实交

错的空间图景， 从而进入超越影像的意境审美空间。 另外， 杨超的 《长江图》 和毕赣的 《路边野餐》
皆带有公路片的性质， 人物在移动的地域空间中实现了与自我心灵的交流， 两部影片皆融入诗歌文本

作为空间叙事的新元素， 实现了对人物心灵空间的诗意隐喻。
王国平认为， “诗结构的本质特征是抒情， 作为风格电影的诗电影结构是一种情绪结构”。［１２］ 因此，

凸显影片内在情绪结构能够在表意结构层面与诗歌形成互文， 是诗歌艺术特质在电影结构方面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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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在电影中常用人物关系的陌生化建构、 故事情节的弱化展示以及隐喻性的镜头语言等方式凸显

内在情绪结构， 串联起跳跃、 分散的情节和时空， 传递诗意内涵。
如 《长江图》 通过人物神秘化处理实现了人物关系的陌生化建构。 安陆出现在诗集提示的每一个

地点， 但状态和情绪却完全不同， 观众只有通过诗集的引导将在不同时空相遇的二人联系起来， 才能

完成对安陆身份认同的建构。 而 《地球最后的夜晚》 则通过人物身份的迁移和重叠将人物关系模糊化，
梦境中的凯珍身上具有代表情人和母亲的双重物象， 因此， 双重身份重叠的凯珍既可以代表罗纮武的

情人， 也可以代表他的母亲， 观众可在二人陌生化的关系中洞察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
在以情绪为主要结构方式的诗意影片中， 故事情节的弱化是其主要叙事特征。 故事情节的弱化使

影片叙事呈现断裂性、 碎片性的特征， 并为其他叙事元素提供了表现空间， 丰富了情感表达的途径。
有学者认为， 现代诗歌文本具有碎片化的叙事特点， 在主题、 情节、 结构等方面皆具有去中心化的倾

向， 由此增加了诗歌文本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１３］而电影对故事情节的弱化同样增加了叙事空间的开放

性， 通过设置情节上的召唤结构以及并置情节线索产生隐喻、 象征、 暗示等效果， 引导观众参与文本

意义的多元延伸， 因此使影像的视听语言具有了现代诗歌语言学特征， 影像文本的诗意也随之产生。
通过镜头语言营造具有隐喻性的细节场景是现代电影结构情绪彰显诗意的主要方式。 其中特写镜

头的使用能够使观众观察到人物在特定时刻的情绪变化， 营造情绪高潮， 如 《地球最后的夜晚》 中白

猫吃苹果这一特写镜头层次化地展现了人物的悲痛情感； 此外， 人物的内心独白能直接将情绪倾诉给

观众， 诗歌文本以人物独白的形式融入影像， 不仅在叙事内容上与影像文本相呼应， 提供审美引导，
也为人物情绪表达增添了委婉朦胧的诗意。 《路边野餐》 中陈升的心绪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变化， 朗诵的

诗歌与身体空间产生了精神对话与情感联结； 《地球最后的夜晚》 中罗纮武念的诗歌既是使房子旋转的

咒语， 也是在梦境中完成自我救赎后的心灵感悟， 将诗歌文本以人物独白的形式呈现于影像， 能够为

人物抽象且隐秘的情感提供一个富有诗意的宣泄口， 实现情绪的凝练与外化。

四、 诗意的可视化传递： 诗歌与电影的精神性对话

诗歌与电影的精神性互动为影片中最高层次的诗歌呈现形式， 诗歌文本在影片中发挥结构性功能

的同时， 在精神层面上与影像文本共同指向诗意内涵的深化彰显与可视化传递。 诗歌在精神层面上融

入影像， 能够赋予电影 “诗性特质”， 使电影因此具有了引导审美主体自省与反思生活及生命状态的艺

术价值。 《长江图》 《路边野餐》 《地球最后的夜晚》 等影片实现了诗歌与电影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融

合， 建构了关于记忆、 时间、 梦境及生存体验的诗意审美语境， 并通过丰富的诗意表现机制， 设置召

唤结构， 引导观众参与互文意义的生成。
诗歌与影像的精神性互动体现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形式上。 “意识流” 观点认为人的意识处于不

间断的流动状态之中， 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 发挥最大限度的自由联想。 诗歌艺术能够通过联想与想

象跨越时空， 驰骋千里， 电影同样能运用视听语言重塑时空， 诗歌与影像的艺术特质符合人物内心话

语体系运行的规律， 为外化人物精神世界提供了表现空间。 影像可以通过营造场景幻象外化人物的思

绪与心境， 利用闪回镜头再现人物记忆， 使不可视的内心世界具象化呈现。 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外化

产物， 诗歌文本则成为人物传递内心体验的载体， 与影像共同构成诗性的思维逻辑。
梦是欲望的满足， 由记忆中彼此不连贯的形象组合而成， 能够反映人物的思绪与心境。 通过主观意

识的加工， 人能够在梦境这一虚幻场景营造符合主观期许的具体幻象， 包括与记忆有关的事物、 人物

间关系等等， 通过赋予其理想化的属性， 发挥梦的补偿性功能， 以慰藉对象实体曾带来的精神创伤。
《地球最后的夜晚》 前半部分通过跳跃性的叙事， 使人物穿梭于现在和过去两个时空层面， 碎片化的记

忆和拼贴组合的意象群建构了解读文本的障碍； 后半部分则运用长镜头呈现了一个情节叙事完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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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空间， 解构了前文本设置的理解障碍， 这一幻象场景是罗纮武心灵空间的隐喻， 表现了超越物理时

空的心灵真实。 在梦境中， 罗纮武直面精神创伤， 与过去和解， 实现了身份认同， 呈现了理想化的

“超我”。 影像通过梦境这一幻象空间， 具象化地表现了罗纮武对生命、 情感、 精神创伤的理解与感悟，
呈现了个体心灵救赎的完整过程。

记忆是构成梦境的材料， 影片前期对人物记忆片段的呈现是为后续建构梦境做铺垫， 记忆通过闪

回镜头穿插在人物的现实时空， 营造了叙事的断裂感， 而梦境运行的 “再校正” 机制能将记忆碎片重

组， 发挥完整的叙事功能。 闪回镜头通过影像画面展现人物在特定时空的所处情景以及内心状态， 赋

予人物心理活动的可视性， 还能在错乱的时间线中营造叙事悬念， 渲染紧张的氛围。 《路边野餐》 中大

量使用闪回镜头， 展现了陈升关于妻子张夕的记忆。 闪回由陈升的主观意识受到外部刺激而触发， 画

面随即转为对记忆片段的回顾。 闪回镜头使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的叙事文本发生联结与重叠， 使人物

在不同时空维度与他人互动， 逐渐丰富人物形象， 并在碎片化的记忆回溯中建构了完整叙事， 为人物

梦境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此外， 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能够帮助人物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联想， 联想可超越时空界限， 在意识无

序流动的状态中展开。 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个时间维度杂糅在跳跃性的自由联想中， 正如伯格森所提

出的 “心理时间” 所强调的通过直觉体验或内省的方式来感悟自我内在生命的流动。 在这种意识的内

在生命中， 各种因素不断相互渗透、 交替展开。 电影则能通过片段闪回、 超现实时空的建构等方式表

现人物对自我生命的直觉体验， 以及在内省中的自我和解。
文本间互文性的生成依赖于读者的主动参与和能动创造， 巴赫金、 罗兰·巴特、 热奈特等互文性研

究学者皆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 在诗歌与电影的精神性互动中， 观众需要调动自身的审美素养与生

活体验， 主动解读文本， 才能实现完整的诗意传递过程。 在研究影片中， 大多以平凡人物为叙述视角，
避免宏大叙事， 使用纪实镜头展现人物的意识流与生活流， 挖掘日常生活中自然朴实的诗意。 如记录

电影 《我的诗篇》 以诗歌和影像为载体， 展现了中国当代工人的诗歌创作图景及生存境况， 对平凡人

物的呈现， 能增加观众的身份代入感， 在审美过程中实现主体的自我反思。
此外， 纪实美学的艺术表现手法能够再现真实的生活质感， 在对客观生活的观察记录中营造自然

朴实的诗意。 贾樟柯和毕赣的系列影片皆采用了纪实美学的表现手法， 客观记录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将诗意诠释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感受与超越性认知。 这一内涵与塔可夫斯基强调的诗意大致相似， 塔

可夫斯基认为， “电影诞生于对生活的直接观察， 那也是电影诗意的关键”。［１４］ 因此， 诗意的生成并不

局限于诗情画意的意境中， 也能流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表现为对普通人物心灵的抚慰以及生命体

验的传达。
诗歌代表了艺术的本体精神， 以艺术、 感性的方式探讨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因此诗意不仅表现为

文体范畴里的审美意蕴， 同时也指向超越影像的现实关照。 从研究对象影片来看， 部分影片对 “存在

主义” 的探讨衍生了一种显象之外的精神诗意。 存在主义起源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 关注人的生存

状态， 倾听人的呼声， 以诗意的艺术形式反映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
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萨特着眼于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提出了有关存在主义的三个命题，

首先是存在先于本质。 其次， 世界是荒诞的， 人是孤独的存在，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 存

在主义的前两个命题在 《二十四城记》 《推拿》 和 《我的诗篇》 中皆有体现。 影片皆关注个体的生存

状态， 关照社会小人物的生命体验与内心世界， 在表现手法上， 以贴近生活原貌的纪实美学再现底层

人物的日常生活流， 展现了其混沌、 虚无的生命体验与孤独的群体关系。 存在主义的第三个命题则是

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人的本质并非先天生成， 可以通过人的自由意志而决定。 《长江图》 中的安陆则是

自由意志的追逐者， 她所追求的自由是超越佛法、 宗教等一切外在制度限制的纯粹信仰。 海德格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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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死亡并不代表人的存在的终结， 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因此， 安陆最终选择自杀来证明存在

的意义， 正如诗句 “我厌恶生命的礼赞 ／ 悲伤高于快乐 ／ 纯净高于生活” 所揭示的， 此时的安陆已拥有

了纯粹的自由意志， 内心的纯净与自由让她可以爱所有的人。 由此看来， 诗意并非局限于感性的审美

体验， 同时还指涉对客观世界和生存意义的理性认知， 因此将诗歌融入影像， 不仅在审美层面上丰富

了影片的艺术性， 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凸显了显像之外的诗性关照。

五、 结 　 　 语

诗歌文本通过以上四个层次的呈现方式由浅入深地融入电影， 不同层次的呈现形式既可以作为单

一的叙事表意手段独立存在， 又能有机统一于影片之中， 在电影叙事、 结构、 主旨等多方面与影像语

言构成诗性对话。 随着诗歌呈现层次由表层镶嵌到叙事结构以及精神主旨的深入， 作为审美产物的诗

意内涵却愈发深厚浓郁， 不仅包括纯粹感性的 “诗情画意”， 同时也蕴含对生活及生存体验的哲理

观照。
诗歌语言与电影语言的某种相似性为二者互文关系建构提供了可能， 在同一语篇中， 虽然诗歌与

影像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空间， 但诗歌文本与影像文本的互文性对话使双方叙事表意结构发生联结与

融合， 进而生成新的意义文本与电影语法系统。 诗歌与电影的跨媒介互文对电影本体意义的开拓及艺

术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诗歌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 中国新生代导演在电影与诗歌艺术

结合的创作中提供了诸多借鉴， 实现了电影的诗性复归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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